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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年 4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任雁冰《涉海商事争议解决法律全书》。该

书将我国涉海商事法划分为涉海商事实体法、涉海商事法律适用法、涉海商事程

序法及涉海商事证据法等实证法律规范四编，对我国 1990 年代至 2010 年代 30

年间涉海商事法进行了里程碑式编纂。

面对这些生生不息的实证法律规范，本文将透视其深层法律理念，通过一个

较为恒定的理念架构更为深刻地把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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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11月 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颁布。这是一面大旗，迎风飘

扬，点燃了 1990年代中国涉海商事法。

这 30年，半个甲子，波澜壮阔，沧海横流，中国涉海商事法星火燎原，如

同烈焰遍照江海。《易》之革卦有云：泽中有火，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其文蔚

也。

如今，中国涉海商事法总体面貌如何？又将走向怎样的新征途？可参《涉海



商事争议解决法律全书》。

本书系对中国涉海商事法 1990年代至 2010年代 30年发展成果进行全面总

结，将其系统地划分为实体法、法律适用法、管辖与程序法及证据法四编，并对

各编法律文件进行体系化梳理和归纳，集中呈现其巨大进步和强劲趋势，作为中

国涉海商事法新征途上一座里程碑！

我国海商法泰斗司玉琢教授为本书作序表示，该书“是一部精心打造工匠之

作，对我国 1990年代至 2010年代海商法和海诉法已有法律规范文件进行了体系

化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实属难能可贵”；并呼吁

“在我国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之际，

希望有更多学者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法体系和创建海法学学科作出更大贡献”。

杨良宜先生（全职国际商事仲裁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专家委员会

委员、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名誉主席）推荐道，“自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颁布以来，很欣慰看到中国海商法取得的成就。在此期间，除了海商法之外，

中国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仲裁法、证据规则等都有长足发展，与海商法构成

了一个互相支撑的整体。任雁冰律师将这些法律集中地整理出来，更加便于将我

国海商法与英美发达国家进行系统的比较和追赶，促进国内的年轻人尽快提高法

律思维水平，提升中国海商法的国际地位。”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大成 Dentons全球董事局

主席彭雪峰先生为本书作序称，“该书超越了以往教科书固化模板，以我国一九

九〇年代至二〇一〇年代颁布或作出的现行 135部法律规范文件和案例为基础，

重新梳理了涉海商事实体法、法律适用法、管辖和程序法，以及证据法等，归纳

了其中 960项具体法律问题或范畴，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表示“我国《海商



法》自 1992年颁布以来，涉海商事法律规范及法治水平快速发展，当然，也有

部分国际国内专业人士对其发展现状认识不足，《涉海商事争议解决法律全书》

采用系统化方法，兼顾宏观和微观，对我国当前涉海商事法律规范进行整理，其

目的之一也在于澄清这些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也为我国涉海商事法后续发展奠定

更为扎实的基础”，号召“在法律服务专业化和国际化大潮中，希望更多同仁为

中国法治进步发挥力量，聚力前行。”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

海）特聘研究员郭萍教授的推荐既风趣又有精湛专业水准：“任雁冰律师法律‘混

搭’技术越来越娴熟，这一次把 1992年海商法颁布以来至 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

最新司法解释期间的海商实体法、法律适用法、程序法和证据法完美“混搭”在

一起，既是一种学术创新，也为我们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涉海商事法律的发

展成果，更为法律实务提供‘四位一体’的精准打击。感谢任雁冰律师一直以来

笔耕不辍的钻研精神以及对中国海商法理论研究的用心良苦。正可谓‘竹杖芒鞋

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任雁冰）’”。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金海博士则从航运周期及投

融资角度对本书进行推荐，“不论航运产业周期和投融资走势如何，争议预防比

争议解决更加重要。在争议发生后，解决途径及结果的可预期性及稳定性，始终

优先于不确定性。但不论是争议预防，还是争议解决途径及结果的确定性，均源

于航运法律规则的完备性和海事司法实践的专业性和稳定性。任雁冰律师《涉海

商事争议解决法律全书》将 1990年代至今 30年间中国涉海商事法的发展成果分

成实体法、法律适用法、管辖和程序法以及证据法等四编系统化呈现，承前启后，

居功甚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一、涉海商事活动发展及其争议解决是我国涉海商事法发展根本动力和导向

（一）我国涉海商事活动欠发达时期，涉海商事法以移植和借鉴为主导

三十年前，为快速融入全球涉海商事活动，并妥当解决其中产生的涉海商事

争议，我国《1992海商法》大量移植或者借鉴涉海商事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国

际规则、国际常用格式条款以及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英国法等，在此基础上根据

我国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若我国在开展涉海商事活动过程中产生争议，就以

此进行解决，从而保障和促进了我国涉海商事活动健康和谐发展。

从三十年前起步至今，随着我国对外和对内涉海商事活动加速发展，其间产

生的争议日益增多和深化，这从根本上推动着我国涉海商事法同步提速，否则无

从解决之。

因此，涉海商事活动及其争议解决是我国涉海商事法根本动力和导向，决定

着我国涉海商事法发展方略；若方略不当，将阻碍涉海商事活动健康和谐发展。

具体来说，在以往我国涉海商事活动欠发达时期，以移植或借鉴为主导发展

我国涉海商事法，有利于引导和促进我国涉海商事活动快速和谐发展。反之，若

当时闭门造车，与外界脱节，势必阻碍我国涉海商事活动快速发展。

（二）随着我国涉海商事活动发展，其间新争议无法通过移植和借鉴解决的，

促使我国通过自主和国际合作开发新争议的解决规则。

随着我国涉海商事活动日益繁荣，其间出现了越来越多新争议，尤其是无从

通过移植或借鉴予以解决的新争议。



这种新争议一方面使得移植或借鉴方略不再奏效，另一方面促使我国以及全

球涉海商事社会共同努力，针对新争议，研发新规则，以更妥当地解决之，促进

涉海商事活动进一步和谐发展。

这将是我国涉海商事法的新征途。实际上，这种新征途在此前 30年间已然

开始，只要我国涉海商事活动中出现了移植或借鉴无从解决的任何一个新争议，

并且我国涉海商事法对该新争议给出了解决规则，就在这种新征途上迈进了一步。

（三）我国涉海商事法新征途：涉海商事活动新发展，新争议，自主和国际

合作开发新规则

我国涉海商事法新征途，不过是随着我国涉海商事活动新发展，解决其间新

争议。其中，涉海商事活动如洪流，其间争议如激荡，而涉海商事法如折冲，三

者一脉相承，本为一物。

是故，我国涉海商事法新征途之“新”，在于我国涉海商事活动之“新”，其

间争议之“新”，以及新争议的解决规则之“新”，导致涉海商事法移植和借鉴比

例降低，而自主和合作比例升高。

二、中国涉海商事法 30 年发展

（一）涉海商事案件管辖：我国海事法院设立

为专门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我国自 1984年开始设立第一批六家海事法院（广

州/上海/武汉/青岛/天津/大连）。

1990年设立第二批两家海事法院（厦门/海口）。



1992年设立第三批宁波海事法院。

1999年设立第四批北海海事法院。

2019年设立第五批南京海事法院。

至今我国共有十一家海事法院。

（二）涉海商事案件实体法和法律适用法：以《1992 海商法》为标志

我国《1992海商法》颁布和施行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至今仍为处理海事海商

案件之圭臬。

应指出，《1992海商法》第十四章“涉外关系的法律运用”在性质上属于法

律适用法（或称法律冲突法），而其他章节在性质上总体属于实体法，二者存在

本质不同，源流有异。

换言之，《1992海商法》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法律适用法。

经过 30年发展，《1992海商法》不再一枝独秀，而是衍生出大量司法解释、

会议纪要、复函等法律文件，并且还在持续衍生中。

另外，对于《1992海商法》不予调整的涉海商事争议，则有旁置的特别法或

者一般法及其衍生法律文件予以调整，这也属于涉海商事法构成部分。

（三）涉海商事程序与证据法：以《1991 民事诉讼法》（2007/2012/2017 修

订）、《1994 仲裁法》（2009/2017 修订）及《1999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为标志

涉海商事案件审理程序大致分为两种，分别为海事诉讼与海事仲裁。涉海商

事案件调解程序目前分别作为海事诉讼或海事仲裁之辅助程序。

不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仲裁法，除了程序性规定之



外，还包括证据相关规定，而程序性规定与证据规定实际上存在本质不同。

《1999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施行之前，我国法院审理海事海商案件适用

《1991民事诉讼法》及其衍生法律文件，在其施行之后才优先适用。

《1991民事诉讼法》和《1994仲裁法》施行之后已屡经修订，同时衍生出

大量法律文件。

《1999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虽然至今尚未修订，但也已衍生出大量司法解

释等法律文件。

（四）中国涉海商事法之范围发展

经过 30年发展，中国涉海商事法在范围上包括四种：

1、涉海商事实体法，以《1992海商法》为标志；

2、涉海商事法律适用法，以《1992海商法》第十四章为标志；

3、涉海商事程序法，以《1991民事诉讼法》及其修订、《1994仲裁法》及

其修订和《1999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为标志；

4、涉海商事证据法，以《1991民事诉讼法》及其修订、《1994仲裁法》及

其修订和《1999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为标志。

在此期间，中国涉海商事法不论是在法律文件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已取得

巨大进步。

三、我国涉海商事案例发展 30 年

（一）涉海商事案例的地位和特征



涉海商事案例，是指对涉海商事案件作出的裁判文书及其中蕴涵的裁判规则，

而涉海商事案件系在涉海商事活动中产生。

因此，涉海商事案例处于涉海商事活动与涉海法之间的枢纽地位，承上启下，

对其两端均具有重要意义。

这决定了其特征有二：

一是涉海商事案件中有的争议解决适用特别法，而不适用一般法；

二是即使其中有的争议不存在特别法，更无从适用，而是适用一般法，其特

征则在于一般法与涉海商事活动之结合，从而演变出特别的裁判规则。

（二）涉海商事案例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

30年来，随着我国涉海商事活动蓬勃发展，其间争议也随之增多和深化，推

动涉海商事案件数量逐年递增，且仍在高速增长。因此，我国审理涉海商事案件

的经验和水平以及涉海商事案例质量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为我国迈向涉海商事法

新征途，积累了宝贵的资源。

四、涉海商事案例与涉海商事法综合体 30 年发展

（一）涉海商事案例系涉海商事法综合体现

涉海商事案例以案件解决为导向，势必需要综合运用涉海商事实体法、法律

适用法、管辖和程序法以及证据法才能解决其中各方面问题。

从涉海商事案例角度看，涉海商事法并不局限于实体法一隅，势必纳入管辖

与程序法、证据法以及法律适用法（如涉外）。



（二）涉海商事案例是涉海商事法与涉海商事活动相结合的体现

涉海商事案例不仅是涉海商事法的综合体现，还必须运用之解决涉海商事活

动中产生的争议。

因此，在涉海商事案例中，涉海商事法势必与涉海商事活动相结合，要么以

特别法解决涉海商事争议，要么以一般法解决涉海商事争议，二者均形成涉海商

事特别案例规则。

（三）涉海商事活动中产生的新争议最先体现于涉海商事案例中

涉海商事活动会产生争议后，一旦当事人无法解决，则进入涉海商事案例中，

一般不会直接上升为立法。其实，这也是涉海商事法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个案到

更多案件，再到惯例，以至成文法，除非直接移植和借鉴，但被移植和借鉴的涉

海商事法仍遵循该规律。

极端来看，第一个涉海商事案件一定是涉海商事活动中的新争议，对其解决

则形成第一个涉海商事案例个案。如有类似争议也遵循该个案裁判规则的，则其

将发展后案例法、通常做法或惯例，在特定法律传统下，再进一步发展为成文法。

因此，涉海商事案例每解决一个新争议，就会推动涉海商事法前进一步。随

着涉海商事案例逐渐增多，我国涉海商事法就在其中，从潜流涌动，到蔚为大观。

五、《涉海商事争议解决法律全书》作为当前及将来涉海商事案件和我国涉

海商事法发展参照系

涉海商事活动奔流不息，产生的争议层出不穷，对于由此形成的涉海商事案



件如何通盘解决？应综合参照相关涉海商事法，包括实体法、法律适用法（如涉

外）、管辖与程序法及证据法，而不应局限与一隅。

另外，如何客观判断涉海商事案件中的争议是新争议还是已然解决的争议？

这也需要一个参照系，即现行涉海商事法规则体系，若能够从中找到相关争议及

成熟的解决规则，该争议就是已然解决的争议；反之，则是新争议。

用于解决新争议的涉海商事案例规则，以及自此以往形成的成文规则，将会

进一步推动涉海商事法新发展。

由此，《涉海商事争议解决法律全书》将为当前及将来涉海商事案件及我国

涉海商事法发展提供客观参照系，并随之持续进化。


